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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论刑法中的财产概念
———与付立庆教授商榷

蔡桂生

[摘要] 在刑法实践中,经济财产说和法律·经济财产说不是互斥关系,而是并行

关系。单一地采取经济财产说,不仅不符合我国的实定法现状,而且与司法实务中的做法

存在距离。承认赃物、违禁品等 “不义之财”为刑法上的财产,既不符合财产法益本身自

带的是非观,也使得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产生对立。由于经济财产说缺乏规范性考虑,法

律·经济财产说不但不会消失,而且将长期与经济财产说并存,甚至在将来超过经济财产

说并走向功能财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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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财产说的基本主张及其问题

在我国以往的刑法理论上,对何谓刑法上的财产这一问题多采所有权说。① 20世纪90年代以

后,由于日本刑法知识的引入,人们开始运用 “本权说、占有说、中间说”的分析工具对财产展开

分析。② 然而,该分析工具乃是以有体物作为其对象的,正如 《日本刑法典》的财产罪通常需再特

别规定 “财产性利益”(即 “二项规定”)作为其犯罪对象所提示的那样。而在我国刑法中,财产

罪之对象,不仅包括财产性利益,而且均要求具有相应的经济数额。这显然不限于以有体物作为其

对象,由此便使得上述分析工具在我国失去了适用的前提。在该种背景下,德国刑法中以整体财产

作为其对象的 “法律财产说、经济财产说和法律·经济财产说”逐渐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剩下的

问题便是,在这三种学说中应做出何种选择?
依照法律财产说,财产是一个人应得的财产权利之总和,它不取决于权利的对象是否有经济价

值。③ 这种方案将 “受骗者只是单纯地签了约,并由此负担了给付的义务、尚未支付金钱利益的情

形”也认定为财产损失,可是,此时受骗者无疑仍然可以通过主张民事欺诈撤销合同来保护自己。
在尚未出现财产转移之时就认定刑法上的财产损失,显然过于提前。基于该种缺陷,法律财产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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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未获得广泛的支持。经济财产说则认为,不能仅观察权利的表面形式,还应注意到权利关系

背后的现实经济地位。这样,凭借其现实经济的视角,经济财产说在与法律财产说的较量中占据了

优势地位。当然,经济财产说之优势的取得也有相应的历史背景。在近代化以前的欧洲刑法中,诈

骗、盗窃和伪造文书混合在一种称为 “作伪”的伪造类犯罪里:只要出现了信息的虚构 (虚构假相

或者歪曲、隐瞒真相),即便未出现金钱的损失,也成立诈骗罪。在19世纪初叶,由于法国革命下

的 《拿破仑法典》促进了欧洲大陆在经济上的自由,这使得近代刑法中认定诈骗罪的时点不再是

“虚构信息”之时,而是除非受骗者出现了金钱损失,才成立诈骗罪。① 由此,财产罪所保护的便

不再是作为法律权利的财产,而是作为金钱利益的财产。这种方案采用收支计算的方式来判定经济

上的损失,只要被告人的欺骗或勒索行为侵犯了金钱利益的财产,使得对方经济上变穷,那么,不

管受侵犯的金钱利益合不合法,均成立诈骗或勒索罪。② 在我国,财产罪之成立,也都要求有相应

的财产损失数额,较之于欧洲刑法,这更是强调了经济利益损失的关键性作用。因此,经济财产说

取代法律财产说可谓是一种必然。付立庆教授在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的 《论刑法

中的财产概念》(以下简称 “付文”)便坚持经济财产说。不过,本文并不盲目附和该种观点,也

不赞成经济财产说 “总体上具有合理性”,故在此以商榷的形式对刑法中的财产概念再做一讨论。
尽管经济财产说取代法律财产说,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可是,至少在付文的表述中,经济财产说仍

不免存在下述缺陷:
首先,付文将 “维持法和平状态”和 “提供刑法保护”混为一谈。其认为,经济财产说的主要

价值在于其能够有效地在财产罪领域杜绝法外空间的出现,刑法保护不正当来源的财产,可以相当

程度地避免私力救济。在我国,由于诉讼成本高、效率低,法院判决得不到执行是常态,人们不信

任法律,不通过法院,而是通过黑恶势力等讨债的,在民间不是个别现象。③ 但是,不对持有赃

物、违禁品的人实行私力救济与利用财产罪条款保护财产免遭损失是两回事。财产罪所保护的是财

产,而非民事诉讼制度,行为人没有选择民事诉讼而是采取私力救济,不能当然地作为财产罪来处

罚。④ 禁止对持有赃物、违禁品者实施私力救济,不代表应承认该种赃物、违禁品的价值,而利用

财产罪条款来保护其免遭损失,则意味着对受保护内容的价值予以承认。欺骗 (或强迫)小偷使之

交付其持有的赃物,该交付不成立财产损失,此时只是出现非法持有者的更改,财产遭受损失者不

是小偷,而是真正的所有权人。⑤ “维持暂时的法和平”意味着使得当事人免受他人私力救济中的

“暴力”侵犯,故在破坏赃物持有的行为中,只宜针对那些 “暴力”元素 (或手段的不当)认定人

身犯罪或妨害社会管理的犯罪。
其次,付文主张,诸如已故母亲的照片这类特殊物品对被害人所具有的 “情感价值”,可以算

作一种经济价值,应当依照我国财产罪法定刑最低档处以刑罚,这也就构成对传统经济财产说的修

正。⑥可是,这过分扩大了经济财产说的范围,恰恰是在走向由付文所否定的 “人格财产说”,因

为:(1)这类 “情感价值”并无确切的经济财产计量,不属于所谓 “经济财产”。它究竟能卖多少

钱呢? 将之作为刑法中的财产,不仅背离了近代化以来注重经济损失的刑法传统,而且无法纳入

《刑法》第91、92条所列举的财产范围。(2)就这种 “情感价值”而言,即便运用 “功能财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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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因为其 “潜在价值”(或其功能)的不确定,无法用金钱加以计量,而难以作为 “功能的财产”
处理。(3)将这种具备 “情感价值”的物品认定为刑法保护的对象,是过分地倚重刑法而忽视了民

法。在针对主观价值进行欺骗时,成立民事欺诈比成立诈骗罪更有助于保护受骗者的利益,因为一

旦成立刑法上的犯罪,就使得受骗者只能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获得赔偿,而这种赔偿往往

比受骗者直接通过民事诉讼获得的赔偿要少。
由此可见,经济财产说的优势并不是不言自明的,它也存在相应的疑难,这就需要我们对财产

法益做进一步的思考。

二、规范化评价:财产法益、刑民关系与不法给付

经济财产说所呈现的疑难,意味着其纯 “事实主义”的观察方式存在相应的局限。这种 “事实

主义”是对经济现实的原始描绘,它忽视了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的不承认 “不义之财”的做法。
“实然”并不等同于 “应然”,故 “事实主义”实际上属于缺乏规范性考虑的原始利益主义。规范性

考虑的缺乏,不仅难以合理地说明刑法上财产法益的内容和范围,也易造成刑法与民法等其他部门

法之间的立场对立。
(一)非法经济利益违背了财产法益本身自带的是非观

法益是贯彻法律规则 (“法”)所带来的好处 (“益”),此种好处乃是服务于人格自由和健康

发展的手段。财产法益则是人们运用财产以服务于人格自由、健康发展的手段。可见,财产法益概

念本身就内含一种肯定评价的是非观或者积极的规范性评价。之所以在刑法实务中采经济财产说能

够解决一部分案件,乃是因为在该部分案件中,社会对其具有稳定乃至肯定的规范性评价。由于规

范性评价已经完成且处于稳定状态,故依照 “计赃定罪”的方式便能应付相关案件的处理。但是,
实务中总是不免存在一些受责难的经济状态 (如违禁品的持有),该种状态不仅无法得到积极的评

价,而且难以计算数额,因此,免不了需要考虑成立财产犯罪会不会与民法、行政法等其他法律规

范的评价产生矛盾。该种规范性考虑正是法律·经济财产说的存续空间。依经济财产说,违反善良

风俗或乘人之危而获得的债权,因赌博而赢得的不能以诉讼支持的债权,以及自然债权、赃物、违

禁品,均属于刑法上的财产。可是,这些在民法上违反法律或公序良俗的请求权或物品,尽管可能

由于相对方的履行或者状态的维持而具有经济上的利益,但它们毕竟在民法上无法得到法律上的承

认,因而也不符合财产法益本身自带的是非观。倘若一味地从原始事实角度认定财产,而不从规范

化角度加以考虑,就容易造成刑法上的财产范围的无限扩展,这也有悖于刑法在法益保护上的辅助

性原则和罪刑法定意义上的明确性要求。
当然,或许有人质疑说,倘若主张违反善良风俗等民法上的无效债权不属于刑法上的财产,那

就倒退到了法律财产说中的 “刑法从属于民法”的旧立场上了,而经济财产说正是采取了 “刑法独

立性”的立场,将刑法从民法中解放出来,将法律权利背后的现实经济状况作为考量的标准,才适

应了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灵活性,并因此优于法律财产说。该种观点主张放弃 “刑法从属于民法”
的立场是正确的①,但是,它认为法律·经济财产说倒退到法律财产说的说法,则是将问题简单化

了。众所周知,不仅刑法上的容许规范 (如正当防卫)可以排除刑事不法,其他部门法上的正当事

由 (如执行刑罚、扭送犯罪嫌疑人)也可以排除刑事不法,如此才不会出现民法上合法而刑法上却

违法的情况,换言之,人们在出罪上应遵循 “统一法秩序”的原理。但是,如果某一项经济利益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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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了民法,那么,在刑法上是否也不宜施加保护呢? 在法律·经济财产说论者看来,财产法益是要

在规范上予以承认的经济利益,因此,不宜出现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立场不一致,在是非评价上也

应当尽量消除刑法与民法的对立。① 例如,《民法总则》第153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

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此时若使得无效的民事法

律行为的内容 (如赃物、赌资)成为财产法益的内容,并受到刑法的保护,就无疑是在制造刑法评

价与民法评价的对立。具体而言,收购赃物者某甲由于触犯 《刑法》第312条的规定,而使得其收

购某乙之赃物的行为在民法上变得无效,此时,即使某乙实施了欺骗行为,某甲也不能主张其赃物

请求权。倘若再运用财产罪条款来认定某乙成立诈骗罪,就将使得某乙慑于诈骗之刑罚,而有义务

交付赃物。这显然与 《民法总则》第153条产生了对立。
至于通过财产法益中自带的是非观将非法财产排除出刑法保护范围属于 “结果无价值”论,而

经济财产说属于 “行为无价值”论的观点,则是将问题标签化了,经济财产说也完全可能因为行为

造成他人经济利益之损害而主张认定为财产罪,这重视的也是 “结果无价值”。② 因此,采取经济

财产说,还是采取法律·经济财产说,与 “行为无价值、结果无价值”之争并无关联,像韦尔策尔

经常被称作 “行为无价值 (二元论)”的代表,可他在财产罪上也采取法律·经济财产说。③

(二)不法原因的给付和无效的债权

经济财产说和法律·经济财产说的区别也体现在不法原因的给付上。在缔结雇凶杀人这种违法

或违背公序良俗的合约的案件中,经济财产说认为,如果缔约方中一方不愿履行约定,已履约者就

成立财产损失,任意一方采用合理手段履行其 “请求权”,也不成立犯罪。但是,在法律·经济财

产说看来,如此认定财产就太不确定了:当事方想履约,它便有经济价值,否则便无经济价值;这

种获利之预期也许在纯粹事实的角度上有价值,但它不应属于财产。在履行无效合约的场合,只有

履约者误以为自己是在履行有法律义务的事项,对方才成立诈骗罪,反之,若其明知缺乏法律义

务,只是因为对方告知他别人也会履行,则履约者应当自我答责。雇凶杀人被骗和购买毒品被骗一

样,不法给付者均属于自我损害 (被害人同意),不能成立诈骗罪。④ 倘若此时成立诈骗罪,就与

不法原因给付排除给付者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原理相抵牾。⑤ 另外,在毒品买方欺骗卖方使之

免除毒资请求权等无效债权的场合,依经济财产说,只要该请求权可以换得金钱,就成立财产损

害。但是,该请求权能否换得金钱,取决于买方愿否履行毒品合约,而一旦买方威胁或欺骗对方放

弃请求权,就意味着他不打算履约,无须诉诸规范化的评价,就可以推导出毒资请求权这类无效债

权不能算作财产。同时,骗取他人性服务者,德国判例曾认为不构成诈骗,但2001年德国出台保

护妓女权益之法案后,骗取性服务者又成立诈骗,可见,经济财产说不能一致地贯彻到底。
我国的车浩教授也指出,在预付杀人酬金或行贿的场合,付款者支出金钱,所期待的对价是对

方实施某些违法犯罪活动,而这些活动不能被市场化地赋予一种经济上的流通价值。因此,付款者

已经认识到自己付出金钱后,所换得的并非一种财产上的对价物;清楚地认识到财产减少且无等价

物时,此时是付款者的自我损害。不仅雇凶杀人案件应当如此处理,毁坏财物、洗钱、赌博、贿

赂、毒品交易、逃税等各种犯罪中,基于不法原因给付的,也不应受到财产罪条款的保护。⑥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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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刘某甲等人将47万元行贿款交给单某某,让后者向公安局经侦大队邢某某行贿,以免除公安

机关对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立案处理。单某某随后将27万元交给邢某某,自己留下20
万元,但公安机关仍然以逃税罪为由立案查处该案。刘某甲等人被查处后,要求单某某退回47万

元行贿款。单某某谎称,47万元中送给邢某某30万元,剩下的17万元已作为处理事项的费用使

用了,不予退钱。案发后,单某某才退还赃款20万元。该案法院认定单某某只成立介绍贿赂罪①,
并未认定成立诈骗或侵占罪 (此为法律·经济财产说之论据)。当然,由于司法判例的多样性,实

践中也存在 “谎称钱已送出”从而将钱财据为己有的截贿者成立诈骗罪的 (经济财产说的)
案例。②

在受骗者参加赌博的场合,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对设置圈套诱骗他人参赌又向索还钱

财的受骗者施以暴力或暴力威胁的行为应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下文简称 《批复》)指出:“行为

人设置圈套诱骗他人参赌获取钱财,属赌博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以赌博罪定罪处罚。参赌者识

破骗局要求退还所输钱财,设赌者又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拒绝退还的,应以赌博罪从重处

罚。”在此种案件中,受骗者参与赌博并输了相应钱款后,若按照经济财产说,行为人就应定诈骗

罪。付文引 “陈建新等赌博案”也指出:“应当将诱骗参与赌博的行为与赌博过程中的诱骗行为截

然分开。如果行为人通过设置圈套等方式诱骗他人参赌,欺诈行为是为了保证赌博的顺利进行,则

应按赌博罪处理;反之,利用赌局诱使他人参赌并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参赌方财

物,赌博输赢完全由行为人一方掌控的,不符合赌博行为凭借偶然事实决定输赢的特征,属于以赌

博之 ‘名’行诈骗之 ‘实’,此时应以诈骗罪论处。”③ 这种解释有一定道理,在司法实务中也存在

“李海波的诈骗案”④ 等确实成立诈骗的案件。但是,该 《批复》的存在仍然构成贯彻经济财产说

的阻力,正如其文字表述 “参赌者识破骗局……以赌博罪从重处罚”所示,这已经代表受骗者开始

参加了赌博并输了钱财,此时 《批复》并无以诈骗罪处罚的意思,而且在 “陈建新等赌博案”的一

审裁判中,就是直接适用该 《批复》,认定行为人成立赌博罪,只是到了二审,才改判为诈骗罪。⑤

可见,在以直接适用司法解释为常态的刑事实务中,该 《批复》不认定诈骗罪的立场是不宜忽

视的。

三、法律·经济财产说的法律证据及其局限

对于刑法上的财产,究竟应当如何认识? 要回答这一问题,《刑法》上的规定是最重要的依据。
与此相关的,包括 《刑法》第91、92条关于财产的定义,以及第172、348条等关于持有假币、毒

品等的禁令。
(一)《刑法》第91、92条承认 “公私财产”需不违法

我国 《刑法》第91条和第92条明确规定了 “公共财产”和 “公民私人所有财产”的概念。鉴

于条文中体现的公共财产当然的合法性和私人财产要求具备的合法性,可以得出:不合法的财产不

符合刑法中财产的概念。针对该条文规定,付文主张,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

没收。国家是否予以没收只具有法律程序上的意义,这不能否认公民私人非法所有的动产在最终归

321

①
②
③
④
⑤

“单某某介绍贿赂案”,辽宁省东港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2015)东刑初字第163号。
“茅某某1介绍贿赂、诈骗案”,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2014)宜刑重终字第1号。
付立庆:《论刑法中的财产概念》,载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 (2)。
陈兴良等主编:《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裁判要旨通纂》,77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陈建新等赌博案”,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2008)拱刑初字第332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08)杭刑终字第36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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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上属于国家。① 可是,这种主张是难以成立的,理由是:
首先,付文如此解释,实际上是默认了刑法中的财产需具备合法性,这与其自身的主张存在抵

触。同样,“黄勇、郑洪忠、葛发云抢劫、敲诈勒索案”的法官也认为:“赌场上的赌资,是应当予

以没收的,但它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拿来归己的无主物,应当没收的财物只能由国家司法机关依法

没收归公,而不准他人任意侵犯。这并不意味着保护违法犯罪分子对这些非法所得财物的所有权,
而是因为非法从赌博犯手中抢劫这些财物,归根到底是对国家财产权利的侵犯。”② 在这一较为详

细的解释当中,法院明确指出,赌资系国家所有,所以要保护,但从中也可得出结论:只有合法财

物,才是财产罪所保护之内容。
其次,将赃物和违禁品解释为 “国家财产”也欠缺说服力。因为违禁品虽然是要被充公的,可

在案发之当时毕竟尚未充公或者没收,故仍然属于违法财产。不宜说其 “最终属于国家财产”而主

张其 “就是国家财产”,正如我们不能声称人最终是会死亡的而将活人认定为尸体一样。况且,《刑
法》第91条 “国有财产”项下也并未列出赌资、违禁品等内容。擅自扩大犯罪对象的范围,进而

不当地扩张刑罚的适用,违反了罪刑法定的原则。就为毒品等违禁品提供刑法保护而言,有人在援

引 《物权法》第23条动产物权以交付为生效要件后指出: “国家在没收之前对毒品并不享有所有

权,认为窃贼侵犯了国家的所有权甚为牵强。果真如此的话,则买卖毒品、淫秽物品的人在买卖国

有资产,持有毒品、淫秽物品的人在持有国有资产,吸毒的人在吞噬国有资产。这太奇怪了!”③

该质疑并非无稽之谈。同时,国家对于海洛因等毒品和淫秽物品也通常是追缴后便行销毁,这也并

不是以所有人的身份行使对财产的处分权而进行销毁。④

(二)避免同一部刑法之中的自相矛盾的需要

倘若造成刑法和其他部门法之间的评价不一,尚可以用 “刑法的独立性”⑤ 来圆场,那么,在

一部刑法之内出现评价上的自相矛盾就是无法解释的了。根据 《刑法》第172条、第348条等条

款,对于假币、毒品等违禁品的占有 (持有),在法律上是受到禁止的。此时,若依照经济财产说

来保护假币、毒品的持有免受诈骗或者敲诈勒索,就会在同一部刑法中出现评价上的自相矛盾,使

人怀疑持有假币、毒品不是犯罪。
但是,付文认为,将骗取、勒索违禁品的案件认定为诈骗罪或敲诈勒索罪,不会造成评价上的

自相矛盾。因为在骗取毒品这类违禁品的场合,毒品持有者针对国家的毒品管理制度而言是加害

人,但针对实施欺骗者而言,又是财产损失的受害人。加害和受害是相对的,就像在互殴造成双方

轻伤的场合,两方都既是加害人又是被害人一样。⑥ 这种论述是将问题模糊处理了。虽然甲乙两个

人 “互殴”,但实际上总有一方先动手,先动手一方便属于不法侵害,针对该不法侵害所实施的是

防卫行为,只要该防卫行为处于合理限度内,先动手一方在规范化评价上便不受法律保护。同样,
在骗取、勒索违禁品的场合,相对于国家的违禁品制度而言,被告人无疑是加害者,但就失去违禁

品的持有而言,只意味着其受责难的持有状态的结束,此时并没必要以财产罪条款来为其伸张正

义,即便骗取和勒索者有处罚的必要,也可以依照财产罪以外的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寻衅滋

事罪等罪名或者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第46条等条文来处理。正如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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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拘禁他人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解释》所规定:行为人为索

取高利贷、赌债等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我国 《刑法》第238条 (非
法拘禁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当然,如果要从经济财产说的角度来论证该 《解释》,可以认为它是

回避了敲诈勒索罪的认定,或者主张此时是以 (难以避免地)欠缺不法意识为由排除责任,仍有敲

诈勒索罪的不法。但是,该 《解释》认定此时成立非法拘禁罪,从直接明了的角度看,还是应理解

为此时排除敲诈勒索罪更为合理,也更符合条文起草者的意思,故此种情形中,敲诈勒索罪条款不

保护非法的赌资、赌债、高利贷的立场,属于法律·经济财产说的证据。
就非法财产是否属于刑法中财产这一问题而言,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

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还写道,“认定盗窃毒品犯罪数额,可以参考当地毒品非法交易的价格”;

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也规定:“盗窃、抢夺、
抢劫毒品的,应当分别以盗窃罪、抢夺罪或者抢劫罪定罪,但不计犯罪数额,根据情节轻重予以定

罪量刑。”付文认为,这两个规定均属于经济财产说的证据。① 可是,如此笼统地下结论缺乏说服

力。因为这两个司法解释均不认定违禁品的具体数额,而是以违禁品数量作为量刑情节加以考虑,
而且上述司法解释中具体的表述是 “参考”而非 “采用”当地毒品非法交易的价格,这就隐含了不

承认违法的经济财产的立场。
(三)法律·经济财产说也存在局限:从 “数额计量”的财产到 “功能”的财产

狭义的经济财产说是纯粹的经济财产说,法律·经济财产说属于广义的经济财产说。法律·经

济财产说也奉行 “数额计量”的财产标准,这与纯粹的经济财产说一样,符合我国 “计赃定罪”的

司法传统,同时,笔者也不否认其也有与经济财产说一样的相应局限。例如,除了受责难的经济状

态外,现实社会中还存在一些是否具有市场价值并不确定的案件或者一些不直接体现为金钱但却有

价值的经济状态。前者如:丙到照相馆的店主乙处冲洗百余张纪念照 (收费三千余元),甲便欺骗

乙将丙尚未取回的相片免费交给自己,此时甲针对乙无疑成立诈骗罪,因为此时乙处的照片仍然具

有经济价值,乙可以为此向丙收取冲洗费三千余元。但是,如果在丙取回照片后,甲才使用诈骗手

段使丙将照片交给自己,则很可能无法成立诈骗罪,因为此时丙手中的纪念照不再像店里那些需要

付钱才能取走的照片那样,还具有三千余元的市场价值。② 再如,洗衣店里顾客送洗的衣物可以算

作店家的财产吗? 从经济财产说的 “事实主义”看应该算。但是,在银行审核洗衣店的贷款资质

时,又显然不可以将这些衣物算作洗衣店的财产。③ 可见,财产的经济计量方式或其数额具有一定

的不确定性或偶然性:同样的物品在不同的场合,在不同的市场主体手中,或者以不同的销售方

式,可以具有不同的市场价值。因此,物品究竟有多少价值,取决于该物品在具体条件下的功能。
换言之,功能的财产说无论是较之于经济财产说,还是较之于法律·经济财产说,均具有更强的灵

活性。后一类的案件则体现在社会捐赠类案件中。公益事业毫无疑问值得人们为之付出金钱 (即有

价值)。在公益捐赠的场合,接受捐赠者必须将获捐的财产用于合适的对象 (社会福利的目的),如

果他欺骗性地将捐款据为己有,就有可能成立诈骗罪,而不能通过被害人同意排除犯罪的认定。④

因此,公益事业得到落实,乃是一种具有抽象的金钱价值的利益,也具有使人给付金钱的功能,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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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立庆:《论刑法中的财产概念》,载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 (2)。
案例改编自金德霍伊泽尔:《德国刑法中诈骗罪的基本原理》,载 《国外社会科学前沿》(第18辑),403页,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2015。

UrsKindhäuser.§263.InUrsKindhäuser,UlfridNeumann,Hans-UllrichPaeffgen.NomosKommentar-Strafgesetzbuch.Baden-
Baden:NomosVerlagsgesellschaft,2013,Rn.24.

依照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诈骗救灾、抢险、防

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款物的,以及以赈灾募捐名义实施诈骗的,应依照诈骗罪的规定酌情从严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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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采用功能的财产说来说明:是金钱的投放目的在影响财产的功能。在 “众筹”等公益事业蓬勃

发展的今天,法律·经济财产说都有些不够用了,此时甚至已经需要采取功能的财产说了。在这种

社会条件下,还单一地主张经济财产说,恐怕是过于原始了。

四、总结与展望

在经济财产说显得强势的情形下,能够认识到法律·经济财产说的优点,就是承认不同学说的

并存,这才符合 “客观世界是复杂的”这一实情。我们只有从不同的角度,对事物加以全面认识,
才能把握到事物的本质。经济财产说不考虑金钱利益是否合法,属于 “事实主义”的原始思维方

式,易于操作;而法律·经济财产说则具有规范化的考量,它注意到了财产法益自身带有的是非

观,有助于协调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在我国刑法中,经济财产说和法律。经济财产说并非互

斥关系,而是并存关系。它们均有一定的理由和证据,也均占据了一定的立法表达,同时也都能在

多样化的案件中找到相应案例予以支撑。单一地采取经济财产说,既是片面地观察我国的立法和司

法解释的结果,也不完全符合司法实务中的做法。针对经济财产说的批评,正如 《刑法》第91、

92、172、148条所明示的那样,并非都可以轻易化解。在侵犯违禁品的场合,认定持有违禁品的

犯罪和故意伤害等侵犯人身自由犯罪即可,如此也能明确国家取缔违禁品的态度。由于经济财产说

的观察视角过于原始且缺乏规范性考量,法律·经济财产说不但不会消失,而且将长期与经济财产

说并存,甚至会在未来超过经济财产说,走向功能财产说。

FurtherDiscussionontheConceptofPropertyinCriminalLaw:
ADiscussionwithProf.FULiqing

CAIGuisheng
(Schooloflaw,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

Abstract:Therelationbetweenthetheoryofeconomicpropertyandthatoflegaleconomicproperty
inChinesecriminaljudicialpracticeisnotmutuallyexclusive,butconcurrent.Placingundueem-
phasisonthetheoryofeconomicpropertydoesnotconformtotherealityofcriminalcodeorjudicial
practice.Recognizingbooty,counterfeitmoneyanddrugsasthepropertyincriminallawdoesnot
correspondtothevalueof“rightandwrong”containedinthepropertyinterest.Itcouldcontributea
contradictionbetweencriminallawandotherdepartmentsoflawaswell.Thetheoryofeconomic
propertyreflectstheideaofpragmatism.Duetoitslackingofnormativevaluation,thetheoryofle-
galeconomicpropertywillnotdisappear.Itwillco-existwiththatofeconomicpropertyandeven
evolveintothetheoryoffunctionalpropertyinthe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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